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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途径。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外

延，构建了涵盖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 26个指标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指标体系，运用

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其绿色生产方式的量化指标，并采用核密度估计、空

间可视化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协同效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

（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提升，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沿线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逐渐扩

大；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 2017—2020年逐渐减弱。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

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

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但是整体协同水平依旧较低、地区差异明显，协同能力仍

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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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以“高投资、高

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未来生

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党中央立足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而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推动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化，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

是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然而，长江流域局部地区污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部分支流域环境承

载力达到上限。为此，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和低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是推进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必要路径。由此一系列问题亟需探讨：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生产方式如何界定与测度？长

江经济带的绿色生产方式具有怎样的时空演变趋势？存在怎样的区域差异？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不

同维度的协同效应如何？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把握当前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状态特征，而且对

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带及打造区域绿色发展新样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现有研究来看，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文献主要对经济绿色发展（张欢

等，2016；黄跃和李琳，2017；王勇等，2018；高赢，2019；张旭等，2020；杜宇等，2020；李毅等，2020；徐小鹰和田

焮焮，2022）、绿色产业发展（王恒和方兰，2023；石宝峰和迟国泰，2014；李琳和楚紫穗，2015）、工业绿色发展

（卢强等，2013；彭星和李斌，2016；黄磊和吴传清，2019；向云波等，2021）、绿色制造（游建民和张伟，2018；王
雪珍等，2022；王鸣涛和叶春明，2022）等进行了测度与分析，对绿色生产方式进行测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这

部分研究中个别文献将绿色生产作为其中一个维度纳入整体的评价体系，并基于狭义的绿色生产方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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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指标选取，指标种类较为单一。第二部分文献对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肖宏伟（2013）提

出广义的绿色生产方式内涵，从资源节约与环境污染控制、循环利用与无害化处理、绿色物流、绿色生产方式

引导 4个维度，构建绿色经济生产方式评价的层次体系；黄娟和张涛（2015）阐述了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特

征、构建的内在逻辑及发展举措。冯雨和王建明（2023）及 Giannetti等（2020）认为绿色生产行为包括绿色采

购、清洁生产、绿色销售和废物回收 4个方面，并对这 4个维度进行了测量。第三部文献选取了绿色生产方式

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绿色生产效率（孙亚男和费锦华，2021）、绿色技术创新（汪明月等，2022；Wang et al，
2022）、绿色环境行为（Wang et al，2020；Zameer et al，2020；曹翔和李慎婷，2021）。

综观已有研究，为本文绿色生产方式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现有文献对

绿色生产方式进行综合测度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文献主要对绿色生产方式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研究，还有文

献虽然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与评价体系，但并未从实证层面进行测算与分析，也没有考虑

指标体系实际操作困难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贡献之处在于：第一，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理论内涵，从多

维度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以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全局通用基

础参考系的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绿色生产方式的量

化指标。第三，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布局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

时空演变特征和协同效应。

二、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界定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绿色生产方式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学术界并未统一定义绿色生产方式，其理论内涵的界定见仁

见智（巩前文和严耕，2015；周小亮和吴武林，2018；毛蕴诗等，2020）。考虑到工业部门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

最为关键的领域，且工业是区域绿色生产的主战场，因此本文重点以工业绿色生产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涵。

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及《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本文从绿色产

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对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界定：绿色生产方式是推动传统

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优化制造业发展布局（绿色产业布局）；扎实推进清洁生产，大幅减少污染排放，加强资源

综合利用，持续推动循环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促进绿色创新发展（绿色生产过程）；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发展壮大绿色制造产业（绿色制造体系）。基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四大原则，构建绿色生

产方式指标体系（表 1）。绿色产业布局指标从产业结构引导和开发区集聚规模两个维度去构建，包括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开发

区高新技术企业个数、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比重 5个指标。绿色生产过程指标从资源消耗强度、污染

排放强度、循环利用能力、绿色科技水平 4个维度去构建，包括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煤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单位工业增加值 COD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城市污水

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绿色专利获取数量 14个指标。

绿色制造体系指标从绿色物流发展、绿色制造建设两个维度去构建，包括铁路与公路货运比、单位物流产出

能源消耗、单位物流产出碳排放量、绿色工厂数量、绿色产品数量、绿色工业园区数量、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数量 7个指标。

本文以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 2016—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绿色工厂数量、绿色产品数量、绿色工业园区数量及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数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公布的绿色制造名单。个别指标需要进行计

算，计算方法如下：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单位物流产出能源消耗 = 各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物流业生产总值；

标准煤 = 某能源消耗量 × 其折煤标准系数；

物流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 = 碳排放量/物流业生产总值；

碳排放量 = 某种能源消耗量 × 其折煤标准系数 × 其能源碳排放系数。

各省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包含物流业的能源消耗，借鉴已有文献的测算方法 ，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的能源消耗进行代替。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口径，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能源

消耗主要包括煤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电力 8种。各能源转换系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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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生产方式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层

绿色产业布局

绿色生产过程

绿色制造体系

领域层

产业结构引导

开发区集聚规模

资源消耗强度

污染排放强度

循环利用能力

绿色科技水平

绿色物流发展

绿色制造建设

指标层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

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比重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煤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 COD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氮氧化物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城市污水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绿色专利获取数量

铁路与公路货运比

单位物流产出能源消耗

单位物流产出碳排放量

绿色工厂数量

绿色产品数量

绿色工业园区数量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数量

单位

%
%
%
个

%
吨标准煤/万元

立方米/万元

吨/万元

亿千瓦时/万元

吨/亿元

吨/亿元

吨/亿元

吨/亿元

吨/亿元

%
%
%
个

个

%
万吨标准煤/亿元

万吨/亿元

个

个

个

个

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015
0.0051
0.0302
0.0127
0.0319
0.0151
0.0126
0.0194
0.0075
0.0114
0.0074
0.0107
0.0096
0.0092
0.0039
0.0137
0.0091
0.0112
0.0374
0.0374
0.0118
0.0079
0.0083
0.1691
0.1691
0.1691
0.1691

W2017
0.0299
0.0310
0.0287
0.0615
0.0213
0.0195
0.0162
0.0082
0.0250
0.0003
0.0005
0.0016
0.0023
0.0159
0.0033
0.0462
0.0230
0.0726
0.0717
0.0278
0.0086
0.0093
0.0581
0.1953
0.0748
0.1474

W2020
0.0123
0.0212
0.0564
0.1178
0.0574
0.0151
0.0142
0.0061
0.0254
0.0000
0.0001
0.0005
0.0019
0.0116
0.0003
0.0497
0.0024
0.1173
0.1204
0.0567
0.0038
0.0034
0.0411
0.1202
0.0391
0.1056

注：“+”代表正向指标，“-”代表负向指标；因篇幅限制，本表仅列出 2015年、2017年和 2020年的指标权重结果；W2015、W2017、W2020分别代表 2015年、

2017年、2020年的指标权重。

表 2 能源折煤系数及折碳系数

能源种类

折煤系数

折碳系数

煤炭

0.7143
0.7599

原油

1.4286
0.5857

汽油

1.4714
0.5538

煤油

1.4714
0.5714

柴油

1.4571
0.5921

燃料油

1.4286
0.6185

天然气

1.3300
0.4483

电力

0.1229
2.2132

注：折煤系数的单位为万吨标准煤/亿元，折碳系数的单位为吨。数据来源于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三、绿色生产方式的评价方法

本文借鉴周小亮和吴武林（2018）的方法，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进行测度分析。详细步骤如下：

第一，根据指标属性，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Xij = xij - min ( )xij
max ( )xij - min ( )xij

（1）

负向指标：Xij = max ( )xij - xij
max ( )xij - min ( )xij

（2）

其中：xij为第 i个省（市）第 j个指标；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取值范围为［0，1］；max（xij）、min（xij）分别是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向指标数值越大，对指数的贡献越大，表现越好；负向指标数值越小，对指数的

贡献越大，表现越好。

第二，计算指标比重。P t
ij为 t年第 j个指标下第 i个省（市）占该指标的比重，公式为

P t
ij = X t

ij

∑
i = 1

n

X t
ij

， iϵ[ ]1，n ，jϵ[ ]1，m
（3）

其中：若 P t
ij = 0，则定义 lim

P t
ij → 0 P

t
ij × lnP t

ij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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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t
j为 t年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公式为

Et
j = -( )lnn - 1 ×∑

i = 1

n

P t
ij × lnP t

ij （4）
其中：信息熵 Et

jϵ[ ]0，1 ，指标信息熵越小，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则指标权重越大；反之，指标权重越小。

第四，计算指标权重。W为第 j项指标权重，指标权重越大，该指标对测算结果的贡献越大，公式为

W t
j = 1 - Et

j

∑
j = 1

m

( )1 - Et
j

（5）

第五，以样本中 2015年为基年，运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据：

X t
j = xtj - x2015j，min

x2015j，max - x2015j，min
（6）

其中：X t
j 为第 j个指标第 t年经过定基极差法处理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xtj为原始数据；x2015j，max和 -x2015j，min分别是第 j

个指标在基年 2015年所有省份的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Stj为第 t年第 j个省（市）的综合指数，公式为

Stj =∑
j = 1

m

( )W t
j × X t

j （7）

四、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测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评价体系和定基极差熵权

法，测算出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

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 1。表 3报告了生产方式绿

色 化 水 平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结 果 。 由 表 3 可 知 ，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

的 均 值 为 0.6280，标 准 差 为 0.7437，最 小 值 为

2016年重庆的 0.0474，最大值为 2020年浙江的 3.3117。下游地区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明显高于中游和上

游地区，构成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的引领区，2015—2020年下游地区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均值为

1.0806，标准差为 1.0221。上游地区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最小，2015—2020年均值为 0.3360。中游地区

2015—2020年的均值为 0.4138，构成了长江经济带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重要驱动力。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

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分布格局。

表 4报告了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测算结果。由表 4可知，2015年以来长江

经济带 11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的提升，整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下游地区的 4
个省处于靠前的位置，安徽 1.2693、江苏 1.2384、浙江 1.2129、上海 0.6020 ，4个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

明显领先与其他 7个省（市）。贵州 0.2267、重庆 0.2497、江西 0.2982、云南 0.3879，中上游地区的 4个省（市）生

产方式绿色化水平较低。表 5报告了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各维度测算结果的均

值。由表 5可知，浙江发展最为均衡，8个维度指标排名均位居前列；江苏和上海发展也较为均衡，大部分维

度的指标排名均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在绿色物流发展维度上指标排名较为靠后，这成为江苏生产方式绿色

化的短板；上海在资源消耗和绿色制造建设两个维度指标排名较为靠后，这两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的

生产方式绿色化。安徽在产业结构引导、开发区集聚、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绿色物流发展 5个维度上指标排

名较为靠后，这 5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安徽的生产方式绿色化。云南、贵州、江西三个省大部分维度的指标

排名均较为靠后，其中，开发区集聚、污染排放、循环利用、绿色科技 4个维度是这三个省生产方式绿色化的

共同制约因素。除以上共同制约因素之外，资源消耗、绿色制造建设还是江西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制约因素，

资源消耗、绿色制造建设还是贵州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引导、资源消耗、绿色物流发展还是

云南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制约因素。湖北和四川大部分维度的指标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发展较为均衡，其中

绿色制造建设是制约湖北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引导、污染排放、循环利用、绿色物流发展是

制约四川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主要因素。此外，湖南除了绿色物流发展指标排名靠前之外，其他 7个维度的指

表 3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测算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地区

长江经济带

下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均值

0.6280
1.0806
0.4138
0.3360

标准差

0.7437
1.0221
0.3493
0.2990

最小值（省份/年）

0.0474（重庆/2016）
0.1136（浙江/2015）
0.0527（江西/2016）
0.0474（重庆/2016）

最大值（省份/年）

3.3117（浙江/2020）
3.3117（浙江/2020）
1.1437（湖北/2020）
1.1429（四川/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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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排名均处于靠后的位置，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整体上较低。重庆除了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绿色物流发展

三个维度指标排名靠前之外，其他 5个维度指标排名均靠后，产业结构引导、开发区集聚、绿色科技、绿色制

造建设是制约重庆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主要因素。

表 4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测算结果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2015
0.1614
0.1938
0.1136
0.1315
0.0675
0.1172

2016
0.1716
0.2019
0.1227
0.1263
0.0527
0.1115

2017
0.4377
0.7508
0.4683
0.4960
0.1525
0.2572

2018
0.6830
1.4915
1.2764
1.4647
0.3507
0.5778

2019
0.8247
1.8585
1.9846
2.3982
0.4913
0.6817

2020
1.3335
2.9341
3.3117
2.9990
0.6743
1.1437

均值

0.6020
1.2384
1.2129
1.2693
0.2982
0.4815

年份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15
0.0908
0.0656
0.0850
0.1375
0.1179

2016
0.0731
0.0474
0.0830
0.0863
0.0865

2017
0.2842
0.1405
0.3069
0.1683
0.1898

2018
0.4825
0.2108
0.5113
0.2601
0.3603

2019
0.7090
0.3779
0.7491
0.2814
0.5906

2020
1.1305
0.6560
1.1429
0.4263
0.9822

均值

0.4617
0.2497
0.4797
0.2267
0.3879

表 5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不同维度测算结果均值

维度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产业结
构引导

0.0760
0.0443
0.0483
0.0317
0.0375
0.0336

开发区集
聚规模

0.1781
0.2067
0.0895
0.0512
0.0340
0.1292

资源消
耗强度

0.0152
0.0125
0.0041
0.0214
0.0148
0.0110

污染排
放强度

0.0006
0.0012
0.0007
0.0064
0.0081
0.0035

循环利
用能力

0.0453
0.0445
0.0449
0.0444
0.0102
0.0326

绿色科
技水平

0.0839
0.2073
0.1330
0.0722
0.0086
0.0492

绿色物
流发展

0.0008
0.0192
0.0084
0.0150
0.0127
0.0137

绿色制
造建设

0.2049
0.7028
0.8839
1.0269
0.1722
0.2087

维度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产业结
构引导

0.0329
0.0193
0.0235
0.0352
0.0150

开发区集
聚规模

0.0589
0.0289
0.0664
0.0105
0.0047

资源消
耗强度

0.0154
0.0089
0.0116
0.0414
0.0372

污染排
放强度

0.0038
0.0019
0.0053
0.0145
0.0195

循环利
用能力

0.0244
0.0249
0.0087
0.0219
0.0169

绿色科
技水平

0.0439
0.0199
0.0543
0.0048
0.0096

绿色物
流发展

0.0069
0.0045
0.0178
0.0327
0.0215

绿色制
造建设

0.2755
0.1415
0.2923
0.0656
0.2635

五、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布局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这将为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推动和改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战略提供方向性指引。

（一）绿色生产方式的时间演变特征
本文采用目前被广泛使用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来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分布形态与时间演变

特征。该方法是用一定形式的核函数去平滑粗糙的数据而得到密度曲线，进而可以采用密度曲线来反映数

据的分布形态和时间演化趋势。具体的核密度估计公式为

f ( )x = 1
nh∑i = 1

n

K ( )xi - x
h

（8）
其中：K（·）为核函数，其目的是在给定的光滑参数 h>0内平滑数据分布形态；h为光滑参数，用于确定核函数

估计区间的宽度；xi为样本属性值。根据核密度的估计方法，采用 Stata软件绘制长江经济带 2015—2020年
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如图 1所示。图 1反映了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时间演变特

征：①核密度曲线的波峰及对应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阶段性变化。2015—2016年，波峰高度稍有所

下降，且向左迁移，表明在此期间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在此期间生产方式绿色化

水平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16—2020年，波峰高度逐渐下降，且向右明显偏移，表明在此期间生产方式绿

色化水平差异逐渐扩大，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另外，2016—2017年波峰高度下降的幅

度很大，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的扩大最为明显。2017年，工信部等相关部委下发了

《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在《意见》的推动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

力提高工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全面推进绿色制造，在此期间，绿色产业结构和布局逐渐合理，传统制造业能

耗、水耗、污染物排放强度逐渐下降，到 2020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②曲线左右侧拖尾方面，

可以发现核密度分布曲线的延展性增强，进一步表明 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分化

现象逐渐明显。2017—2020年，核密度曲线左侧拖尾不明显，右侧拖尾出现延伸、抬高趋势，这表明在此期

间高值区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继续得到提升，高值区省（市）数量有所增加。总体而言，2015—2020
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整体演变趋势向好，但是省（市）间的绿色发展差异需要充分重视，未来需

要在产业布局、污染联防联控、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加强区域合作，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时间演变差异化特征，本文分别绘制

了上、中、下游三大地区 2015—2020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如图 2~图 4所示。可以发现：

①中上游地区 2015—2016年波峰均有所下降，且向左迁移，表明在此期间中上游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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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在此期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下游地区在 2015—2016年波峰

下降，但轻微向右迁移，表明在此期间下游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在此期间生产方

式绿色化水平整体上稍微有所提升。此外，2015—2017年三大地区波峰下降的幅度上游地区最大，其次为中

游地区，下游地区最小，这表明在此期间上游地区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的扩大最为明显。在

2017—2020年，波峰高度逐渐下降，且向右明显偏移，表明在此期间三大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均呈现

逐渐扩大趋势，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省际间差异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区域分工关联少，上中

下流域水污染治理及生态资源利用协调不完善，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②曲线左右侧拖尾方

面，2017—2020年，下游地区右侧拖尾出现延伸、抬高趋势，这表明在此期间上游地区高值区省（市）的生产方

式绿色化水平继续得到提升，高值区省（市）数量有所增加。中上游地区右侧拖尾出现延伸、降薄趋势，表明在

此期间中上游地区高值区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继续得到提升，但是高值区省（市）数量有所降低。此

外，2017—2020年对三大地区拖尾特征比较发现，下游地区右侧拖尾最长，表明下游省（市）生产方式绿色化水

平提升幅度最大。2018—2020年，中游地区各年份和密度曲线的延展性最小，下游和上游地区的延展性均比

较大，这表明在此期间，与下游和上游地区相比，中游地区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扩大速度最

慢。综上可知，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呈现出区域差异，下游省（市）生产方式绿色

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上游地区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的扩大最为明显，中游地区省（市）间生产

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扩大速度最慢。未来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需要鼓励和支持各区域因地

制宜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绿色生产路径和模式，进一步发挥下游省（市）对其他省（市）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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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 图 2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生产方式

绿色化水平的变动趋势 绿色化水平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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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生产方式 图 4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生产方式

绿色化水平的变动趋势 绿色化水平的变动趋势

（二）绿色生产方式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本文测算了 2015—2020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

平的全局 Moran’s I值，测算结果见表 6。由表 6可知，2015—2020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值均为正值，表明在此期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邻近地区的生产方式绿色化

水平能够相互影响，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在局部空间有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现象。但是，从全局

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看，这种空间相关性 2015—2017年逐渐增强，2017—2020年逐渐减弱。进一步，采用

分位数法将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低水平 4个类别，见表 7。
由表 7可知，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下游的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凭借先进的绿色

技术支撑，对周边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起到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下游地区四省（市）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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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化 水 平 整 体 得 到 了 提 升 。 下 游 地 区 的 江 苏

2017—2020年，由高水平区域跃迁至中高水平区域，

根据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可知①，在此期

间循环利用能力的下降使其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有

所下降。上海 2015—2017年由高水平区域跃迁至中

高水平区域，此后一直位于该区域，根据测算结果可

知在此期间开发区集聚规模及绿色物流发展水平的

下 降 使 其 生 产 方 式 绿 色 化 水 平 有 所 下 降 。 安 徽

2015—2017年由中高水平区域跃迁至高水平区域，浙

江 2015—2017年、2017—2020年，跃迁的方向为低水

平区域→中高水平区域→高水平区域，这两个省的生

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持续提升。

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上游地区的

四川在 2015—2017年，由低水平区域跃迁至中高水平

区域，但 2017—2020年，又由中高水平区域跃迁至中

低水平区域。根据测算结果可知四川生产方式绿色

化水平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循环利用能力的下

降制约了其生产方式绿色化。云南和贵州在 2015—2017年由中高水平区域跃迁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区域，

此后一直位于该区域，根据测算结果可知云南在此期间资源消耗强度的增大制约了其生产方式绿色化，贵州

省在此期间循环利用能力的下降制约了其生产方式绿色化。重庆一直位于低水平区域，根据测算结果可知

重庆的产业结构引导、开发区集聚、绿色科技、绿色制造建设等方面发展不足。

中游地区的湖北在 2017—2020年由中低水平区域跃迁至中高水平区域，在此期间湖北的生产方式绿色

化水平逐渐提高。湖南和江西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一直处于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区域，根据测算结果可知，湖

南和江西在生产方式绿色化在大多数维度方面均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未来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能源

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六、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效应分析

（一）绿色生产方式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为了科学评价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生产方式不同维度之间的协同效应，参考吴传清和黄磊（2018）

的做法，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之间的耦合

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C = 3( )M 1 M 2 M 3
1
3

M 1 + M 2 + M 3
（9）

T = αM 1 + βM 2 + γM 3 （10）
D = CT （11）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即协同效应；C为耦合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M1、M2、M3分别为系统各维度的评价值；

α、β、γ为待定权重，由于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大维度在指标体系中的贡献程度相

同，因此将 α、β、γ均取值为 1/3。参考任栋等（2021）的分类方法，将绿色生产方式不同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

状况划分为以下 10个等级，见表 8。
表 8 绿色生产方式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类型

耦合协调度

类型

0<D≤0.1
极度失调

0.5<D≤0.6
勉强协调

0.1<D≤0.2
严重失调

0.6<D≤0.7
初级协调

0.2<D≤0.3
中度失调

0.7<D≤0.8
中级协调

0.3<D≤0.4
轻度失调

0.8<D≤0.9
良好协调

0.4<D≤0.5
濒临失调

0.9<D≤1.0
优质协调

① 限于篇幅，生产方式绿色化指数各维度在各年份的测算结果未报告，可向作者索要。

表 6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全局Moran’s I值
年份

Moran’s I
Z

2015
0.3033
2.1755

2016
0.5587
3.5799

2017
0.5656
3.7237

2018
0.5496
3.3929

2019
0.4282
2.8142

2020
0.4433
2.8416

表 7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类别划分结果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15年
0.1614（高水平）

0.1938（高水平）

0.1136（中低水平）

0.1315（中高水平）

0.0675（低水平）

0.1172（中低水平）

0.0908（中低水平）

0.0656（低水平）

0.0850（低水平）

0.1375（中高水平）

0.1179（中高水平）

2017年
0.4377（中高水平）

0.7508（高水平）

0.4683（中高水平）

0.4960（高水平）

0.1525（低水平）

0.2572（中低水平）

0.2842（中低水平）

0.1405（低水平）

0.3069（中高水平）

0.1683（低水平）

0.1898（中低水平）

2020年
1.3335（中高水平）

2.9341（中高水平）

3.3117（高水平）

2.9990（高水平）

0.6743（低水平）

1.1437（中高水平）

1.1305（中低水平）

0.6560（低水平）

1.1429（中低水平）

0.4263（低水平）

0.9822（中低水平）

注：因篇幅限制，本表仅列出 2015年、2017年和 2020年的划分结果；
括号内文字代表基于分位数方法划分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产方式
绿色化水平所属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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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效应评价结果分析
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结果由表 9和表 10所示，

可见，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

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

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由 2015年的 0.1559提升到 2020
年的 0.5425，协同类型由严重失调发展成为勉强协调。

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发展能力

逐渐增强，但整体水平依旧较低，绿色产业布局、绿色

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者之间的协同能力仍需

提升。从三大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

生产方式的协同效应在 2017年之前呈现“下游>上游>
中游”的分布格局，在 2017年之后呈现“下游>中游>上
游”的分布格局，下游地区协同效应与中上游地区协

同效应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

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绿色生产方式协同效应的不均衡

态势依然较高，区域间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发展能力

仍待提高。下游地区应该通过产业帮扶、技术支持等

方式带动中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发挥城市群在长江经

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由表 10可知，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

（市）绿色生产方式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说明协同效应不断增强，但是协同效应的地区差

异明显。具体来看，2015—2020年，江苏、浙江、安徽

三省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

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之间的协同效应提升速度较

快，这三省在 2018年领先于其他省（市）进入协调发展

阶段，其中江苏和浙江两省在 2020年进入良好协调发

展阶段。相对于上游地区的其他三省，上海的协同效

应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在 2019年进入勉强协调发展阶

段，2020年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湖北、湖南、四川

三省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效应提升速度较慢，这三省

在 2019年才进入过渡调和阶段。重庆、贵州、云南、江

西四省（市）绿色生产方式的协同效应较弱，2015—
2020年始终处于失调阶段。中游地区中江西的经济

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其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以要素

投入为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尚未完全改善，中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制约了其绿色生产方

式中各维度的协同发展。重庆优势资源过度集聚且要素配置不够合理，制约了绿色生产方式中各维度的协

同发展。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途径，科学地测度分

析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生产方式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带及打造区域绿色发展新样板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从多维度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其绿色生产方式的量

化指标，并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布局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协同效应进行全面分析。

表 9 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绿色生产方式的
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

区域

长江经济带

下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区域

长江经济带

下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2015年
协调度

0.1559
0.1665
0.1438
0.1543

2018年
协调度

0.4144
0.5543
0.3746
0.3043

类型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类型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2016年
协调度

0.1419
0.1546
0.1345
0.1348

2019年
协调度

0.4520
0.6014
0.4068
0.3366

类型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类型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2017年
协调度

0.3078
0.4036
0.2628
0.2457

2020年
协调度

0.5425
0.7406
0.4767
0.3936

类型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类型

勉强协调

中级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表 10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生产方式的
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15年
协调度

0.1217
0.2023
0.1599
0.1820
0.1314
0.1651
0.1350
0.1107
0.1512
0.1849
0.1703

2018年
协调度

0.4744
0.6503
0.5587
0.5337
0.3136
0.4288
0.3814
0.2631
0.3852
0.2841
0.2850

类型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类型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2016年
协调度

0.0832
0.2036
0.1566
0.1750
0.1223
0.1583
0.1229
0.0979
0.1449
0.1529
0.1435

2019年
协调度

0.5093
0.6998
0.6312
0.5653
0.3410
0.4506
0.4288
0.3105
0.4179
0.2948
0.3232

类型

极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

类型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2017年
协调度

0.3679
0.4826
0.3837
0.3802
0.2250
0.2593
0.3042
0.2145
0.3136
0.2286
0.2260

2020年
协调度

0.6300
0.8813
0.8023
0.6489
0.3723
0.5465
0.5114
0.3920
0.4895
0.3496
0.3434

类型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类型

初级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初级协调

轻度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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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结论
第一，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的提升，整体上呈现出逐

年上升的态势。但是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

局。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在绿色生产方式各维度的发展方面，浙江发展最为均衡，8个维度指标排名均位居

前 4位，江苏和上海发展也较为均衡，大部分维度的指标排名均位居前列。云南、贵州、江西三个省大部分维

度的指标排名均处于第 8位至第 11位，整体上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湖北和四川大部分维度

的指标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发展较为均衡。

第二，从全域时间演变趋势来看，核密度估计再次表明 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

整体演变趋势向好，但是在此期间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逐渐扩大。从局域时间演变趋势来看，

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呈现出区域差异，下游省（市）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提升幅

度最大，上游地区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的扩大最为明显，中游地区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

平的差异扩大速度最慢。

第三，从空间布局演变趋势来看，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邻

近地区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在局部空间有高高集

聚、低低集聚现象。但是，这种空间相关性 2015—2017年逐渐增强，2017—2020年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

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下游的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凭借先进的绿色技术支撑，对周边省（市）的

生产方式绿色化起到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下游地区四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整体得到了提

升。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引导、开发区集聚、绿色科技、绿色制造建设、循环利用能力、

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发展不足，是制约上游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第四，从协同效应的发展趋势来看，2015—2020年，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

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但整体水平依旧较低，协同能力仍需提升。从

三大地区来看，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生产方式中各维度的协同效应在 2017年之前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分

布格局，在 2017年之后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下游地区协同效应与中上游地区协同效应之

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从具体省（市）来看，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绿色生产方式中各维度的协同效应提升速度

较快，在 2018年领先于其他省（市）进入协调发展阶段。重庆、贵州、云南、江西四省（市）绿色生产方式中各

维度的协同效应较弱，始终处于失调阶段。

（二）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绿色生产方式系统内在的协同效应。长江经济带大多数省（市）在绿色生产方式各维度的发

展方面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来应该继续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系统内在的协同效应，着

力促进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各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全力提升产业结构引导、

开发区集聚、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循环利用、绿色科技、绿色物流发展及绿色制造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实

现不同领域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发展。

第二，注重差异化发展和区域协同的结合。长江经济带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差异逐渐扩大，且

空间相关性逐渐降低，长江经济带横跨东部、中部、西部，各区域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地区差异，在落实整体目

标要求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区域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绿色生产方式发展路径和模式，进一步发

挥下游省（市）对其他省（市）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差异化是区域协同的基础和条件，区域协同是生产方式

绿色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区域在产业布局、能源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污染物联防联控等方面加强

合作。实施流域综合管理，将区域差异与协同治理有机结合，完善生态保护的区域补偿机制，统筹协调上

下游。

第三，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目前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的机制模式较为单一，生态补偿方式主要依

赖政府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税费政策及生态功能区建设专项资金等，而省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金融机构贷款、企事业单位投入等渠道的补偿方式占比较小。与此同时，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在上

中下游地区间缺乏完善协调机制，难以调动各地区的治理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要探索多元化的补偿资金

渠道，构建以“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辅，其他资金为补充”的体系。推动开发地区和

102



吴 滨等：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测度及综合评价

生态保护地区进行横向生态补偿，调动流域地区各级政府的治理积极性。以绿色项目为契机，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到生态环保建设中，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继续加大“造血式”的生态补偿

方式，构建合作共赢的流域协作机制。采取投资引导、技术援助及园区共建等方式，鼓励下游地区将进节能

环保产业及清洁节能技术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和扩散。

第四，推行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增大环境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比重，充分发挥环境质量政绩考核的

导向和激励作用。例如，把空气质量、水质、绿化率、环境保护投资率、民众生态满意度等纳入政府综合效益

考核标准之内。在环保目标设定上采取严格的硬约束方式，增大环境指标在离任审计中的比重，落实环保终

身责任制。此外，环境指标中还需增加环保财政资金投入和绿色技术研发等具体环保措施的考核比重，以防

止地方政府为完成年度考核任务，可能会对污染企业采取关停或异地转移等短期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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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u Bin1，Shi Lei2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 greening of production methods is a key wa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green production methods，a green production method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of green industrial layout， gree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26 indicators was constructed. The Fixed base range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green
level of production methods a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of its green production mod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5 to
2020，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spatial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ynergy effec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reening level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11 provinces（municipalities）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chieved a relatively rapid increase between
2015 and 2020，showing an overall increase year by year，b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reening level of production methods among the
provinces（municipalities）along the belt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The level of greening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but this spatial correlation gradually decreases between 2017 and 2020.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greening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show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downstream areas > midstream areas > upstream areas”. The synergy effect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reen industry layout，
gree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system in the green production mod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but the overall synergy level is still low，with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and the synergy capacit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green production method；fixed base range entropy weight method；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104


